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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横向融合一体化是人类系统发展的重要特征。对于人类系统横向融合一体化的考察，应立足国际层面的国家关系而非国家内部的社会基本矛盾。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不断促进文明的借鉴创新，由此推动着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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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系统的长期发展中，历史上诸多文明，如苏美尔、埃及、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希腊、罗马、安第斯和玛雅等文明不断相互融汇，形成了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四大文明区域，尤其是在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这些文明正在进一步融汇成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文明。人类系统的横向融合一体化源于国家间的的竞争。国家关系无疑是我们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国家关系的竞争合作性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根基。不言而喻，文明的横向融合根源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为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所制约。然而，社会基本矛盾属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人类系统的基本结构是国家关系。[1]因此，由于国家的主权性，不能简单地运用国家层面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解读国际层面的国家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主体是国家而非阶级，国家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矛盾统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要不断提高个体的脑力劳动能力，更要借助整体性的社会力量，逐步增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分工与合作所产生的社会性是人类伟大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奥妙所在。文明发展的时空性，即具体表现为纵向社会形态的层次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2]国家成为文明时空演变的基本载体，是人类协调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高级社会形式。倘若人类的社会性系统是有多个层次构成的结构，则国家间的合作无疑是人类社会性最高表现，并且是人类社会性不断增强的基本力量和必然要求。自阶级社会以来，国家无疑是人类不断融合一体化以及增强自身整体性的重大杠杆。国家间的合作深刻揭示出人类共同利益的客观存在，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有赖于国家关系的不断进步。

然而，国家间的竞争同时也具有必然性。竞争与合作有如一块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文明的横向融合发展即由分散、封闭和孤立逐步走向联系、开放和一体。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产生了发展程度不同和各具特点的文明共同体，即作为个体存在形式和利益载体的社会政治组织——国家。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是区域性推进的，从而形成了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和至上性，而自然资源满足人类需求的相对有限性，导致不同区域文明或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必然产生国家关系的竞争性。[3]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殖民地国家间竞争的客观性予以十分具体的揭示，并强调竞争的战争手段较之经济手段更为突出。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於一个国家的现象。对工场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和殖民实力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4]

诚然，在竞争与合作中，竞争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以前，暴力竞争更具有普遍性。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亚、非三大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展开，33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动员军队近7000万人，军队死亡850余万人，居民死亡660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遍及三大洲、四大洋，84个国家、约20亿人口卷入战争，动员军队1.1亿人，军民伤亡1亿余人，其中死亡5000万人。交战双方倾注国力，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外交等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决战，战争规模与危害史无前例，甚至使用了足以使人类毁灭的原子弹，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但是，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亦是源远流长。有关研究强调：“文明交往的和平形式是经常的、大量的和主要的交往形式。和平形式中商业贸易是政治交往、社会交往与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商业贸易不但是随着分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而且就其开放本性而论，最能反映文明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表达交往和生产力关系发展的程度。文化交往，特别是文艺交往是各民族、各国家最容易接触和接受的和平交往方式。……不同文明的人们，可以在真善美的艺术世界中交流感情，文化交往的涓涓细流，滋润着人类的心田，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化的重要动力。”[5]
暴力竞争的产生，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分化或不平衡性。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民族问题’更关系到‘文明’和‘野蛮’的差异，这是古代世界民族冲突的最大特点。”[6]但其根源，乃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的缺乏。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科技革命的推动，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社会一体化和整体性发展的重大跨越，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已从战争与革命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和平竞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7]
决定人类系统合作共赢的物质基础的产生。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国际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市场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发展到生产一体化的更高阶段。

支撑人类系统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的形成。它突出表现为对人类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世界各国利益相互交织，防止战争、追求和平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原则，只有加强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才能缓和并化解矛盾，符合各自的利益。

维系人类系统合作共赢的政治多极化格局开始出现。工业社会的国家关系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对其它国家的统治。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不断推进和非传统安全的产生等，国家间的合作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不同国家共同发展的态势已然产生。

二、国家间的竞争推动文明的借鉴创新
国家间的竞争不断推动着文明的借鉴创新与融合一体。这是因为，“先发展的‘国家’立即对后发展的国家形成压力，让它们感到不发展就难以生存。”[8]因此，尽管竞争中落后的“蛮族”消灭了古典文明，但“文明”却以基督教的形式传播给“蛮族”。[9]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竞争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内在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 [10] 

有关研究进一步认为，近代民族国家本质上即是竞争的产物。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相互间的竞争。[11]这是由于，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整个欧洲的发展水平基本拉平，各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很相似，‘民族’和‘国家’的差异不大。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少数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不同区域间发展的阶梯结构，产生相互间的竞争，由此促进民族意识到觉醒。民族意识一般表现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族利己主义，每一个民族都想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最有利的发展机遇，国家必然成为其奋斗的目标。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一系列新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相继产生。民族国家是社会发展的条件也是其结果。 
因此，国家间的竞争促进物质生产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不同文明共同体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文明的区域性融合得以不断推进，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整合性的文明共同体。“民族发展差异所产生的冲突是西欧近代史的一大主题，但时至今日，这种不平衡又被平衡的发展相对拉平了，民族间的纠纷于是开始平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欧一体化运动开始，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欧盟。”[12]
值得注意的是，竞争也使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借鉴创新与跳跃发展成为可能。先进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但先进与落后是历史的、相对的。正如有关研究指出的，“世界历史的进步犹如一场接力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各民族争先恐后，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不断跨上一个个新的境界。先进无常恃，后来者居上。各个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往往各领风骚数百年。可能这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图像。”[13]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文明模式的产生都是特定的内外部条件的产物，是继承和借鉴中的创新发展，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必然存在自身的局限，不存在任何超历史的文明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跳跃转型道路即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中借鉴创新的典型。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后来居上，自身生存的外部社会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中华文明周期性渐进发展的进程被迫中断，“超稳定结构”发生裂变，进入新的逻辑发展轨道。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与发展机遇中，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爆发出旺盛的生命力。通过艰苦的探索，在继承、借鉴与创新中，中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追求融自身的发展要求与人类文明持续进步于一体的和平发展，从而开拓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国兴盛道路，实现了自身的跳跃转型，成为当代人类文明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三、国家间的合作促进文明的借鉴创新

文明的交流或合作同样不断促进着相互间的借鉴创新与融合，这种借鉴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是发展中的融合。外来文明必须适合本土文明的特点，方能为后者所认同，成为当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文明间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正如汤用彤所指出的，“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接触，不但本土文化会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土文化发生影响，就必须找到某些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地方，就必须为适应本土文化而做些改变。”[14]因此，“一个历史共同体本着原有的文化基质，按自己的意志消化、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并最终超越之，从而形成更大的文明规模、获得更大的能量，是现今各文明的共同历程。”[15]

文字的发明与演变充分体现出文明的借鉴创新与融合性。人类最早发明文字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和波斯人都曾使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楔形文字成为西亚通用文字。苏美尔人楔形文字对不同文明间相互借鉴与融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首先传播到埃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初影响了闪米特人；闪米特人根据埃及象形文字发明了闪米特字母，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13世纪改造闪米特字母而形成了腓尼基字母，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腓尼基人将他们的字母带给克里特人，并传到古希腊，又经古希腊人的再创造，增补元音字母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后来在古希腊文基础上孕育的拉丁文和斯拉夫文不断分化繁衍出现代欧洲各国的文字；流行于今日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梵文等，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

西方文明的后来居上是继承借鉴与融合创新的典型。西方文明前身是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无疑又深深受惠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叙利亚、赫梯和巴比伦等文明；古希腊文明是在吸收了古代埃及、古代爱琴海地区、古代叙利亚地区诸上古文明的养分后形成的；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经适度改变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16]阿拉伯文明则对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阿拉伯文明本身就是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波斯等农业文明的综合并发扬成长起来的，是多种文明相互交流与融汇的产物，已经站在农业文明的较高阶段。另一方面，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十分有利于对西欧传播东方先进的文明。因此，阿拉伯人积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印度的数字、中国的三大发明，大约都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他们翻译了许多中世纪西欧几乎无人通晓的希腊文著作。由于希腊文明的传播，使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从落后中逐渐苏醒过来。[17]

中华文明无疑是西欧封建制嬗变的重要杠杆。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就，火药传入欧洲，推动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使骑士阶层开始衰落，同时也促进了欧洲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指南针的使用，促进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使用，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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